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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要]:本文考察欧洲、北美、亚洲及澳洲的公共广播电视，指其在各国诞生的条件与性质，虽很重要，惟后天三大面向的演变，更称关键。一是财政收入的来源及多寡，二是经营团队的产生方式，以及员工数量。第三，公共广电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核心，既已通过政策规划而取得营运资源，则必须通过特定机制(指市场表现良窳、受众参与及信息公开程度)，以求对公民与社会负责。最后，依据这些析辨，作者主张，在公有产权的基础下，承袭但又创新的财政与内容流通模式，可以是改革中国传媒的优先选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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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“中国模式”不会只有一种论述，不会只有一种实践。同理，公共广播电视(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, PSB)的模式也有许多种，各自烙印其历史条件的胎记，面对当代资本压力，各国PSB的奋进成果，亦见差别。
有些在商业影音环境中，被迫增加私人的赞助，如美国。与此相反，另有逆流而上，将原本是PSB部分财源的广告，从其收入剔除，为此而短缺之数，另从财政拨款与商业税捐挹注，如法国与西班牙。有些蓄势待发，先由民间社团酝酿鼓动，要求其政府创新组织与开征多样财源，巩固、支持与扩大PSB的能见度与影响力，平衡商业势力，方向之一是结合高教…等等非营利资源与机构，如美国。另外，同样或说可能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已经有公广机构，如英国的BBC，力能以其人之道还诸其人之身，却又因为其市场竞争力强大，因“成功”而遭忌，政治力在意识形态作祟，以及资本游说的压力与召唤下，出面阻挠PSB扩充。
“不是 BBC就不可能是公共电视吗？”，答案是明显的。何况，BBC本身也历经变化，并不静止，BBC以外，PSB模式林立、五花八门，本文的任务就在厘清与阐述，先说同，后述异，目的在于从中演绎理论的凭借、实践的取径，作为改革中国传媒的参考。
中国各层级的广播与电视机构，与世界各国的PSB，至少有两个共同点。
首先，财产权都不是私人所有，1980、90年代以来的私有化浪潮，没有席卷公广领域，法国第一台之外，
各国公广机构不但维持公有地位，其频道数量亦在扩张，包括香港特首在2009年9月宣布，香港电台未来数年内即将升级，收音机之外，另要自拥数个电视频道，不再如同现制，只是责成私人商业台播放其节目。
其次，不断改革，随技术条件的变化，公广机构产制与采购的内容，不仅只是利用地表特高频无线电波传输，而是业已利用卫星与超高频电波，并进入了有线、电信系统与互联网，这就使得传统的PSB不得不与时俱进，成为公共服务“传媒”(public service media, PSM)，融合影音图文于一炉，
虽然各国PSB进入这个新阶段的速度与表现，必有差异。
有共相，就有殊相。除了产权公有不变与服务范围的不断革新，各国PSB的内涵颇见差异。PSB在各国诞生的条件与性质，是很重要，惟后天演变，更称关键。下文择要简述PSB出现的历史背景后，随即进入主体，分梳PSB的三个面向。一是财政收入的来源。二是人员构成，包括两类人，一是经营团队，再就是基层员工。PSB员工的多寡与组织形式，经常又是PSB财政大小的直接反映。三是PSB通过哪些机制(市场表现、受众参与及信息公开)，以示对其真正主人，也就是本国公民与社会负责；反过来说，社会如何向PSB“问责”，如何要求PSB对公民负责。最后，依据对各国PSB的共相与与殊相的析辨，本文主张，在公有产权的基础下，承袭但又创新的财政与内容流通模式，可以是改革中国传媒的优先选项。
诞生背景
反对公共广电的众多论述当中，相当常见的理由之一，就在反复强调，该制度成为当年的世界主流，是因频道稀有，如今技术发达，频道过多而不再稀少，既然如此，公共体制就当退位。
事实上，这个说法并没有正视史实，若能正本清源，予以还原，就会发现，无论是欧洲或美国，电波资源稀有都不是最重要，更称不上是政府高度管制这个新兴传媒的唯一理由。更不用说，不但早年已有经济分析，指陈广电的公共性与外部性，都是PSB问世的重要原因，迄今，更有精湛的专业解剖，指出在多频道的年代，公共服务广电制度不但并非明日黄花，反倒更见需要。

英国广电协会(BBC)最早是私有，1922年由电器商联合组成，1927年元旦改为公营，主要原因有三。先是民族与统治阶级的“文化”考虑，担心商业低俗，品味扰人。
其次是市场经济竞争的残酷性，导致第一次欧战，“社会”力量遂有反省，进而反制。
最后是“经济”因素，消费电子器材厂商无力供应制播节目的资源，公权力直接向纳税人抽取收视费，对硬件厂商无害，反倒有利于快速筹措生产广播内容的经费。

美国的体制虽然不同，但仍保留二成电波作为非商业用途，商用波段不是如同土地按价出售，而是依据“公共信托”模式分配，申请人必须满足“公共利益、便利或需要”的条件。同样，电波稀有与否并非重点，1920年代国会就此辩论时，议员清楚指认，电波是公共对象，电波承载的内容足以产生庞大的政治、文化…作用，
亦即广播具有明显的“社会效益”，不容任何人完全占有其利。
只是，信托与公益，只能在小范围约束私有的商业电子传媒。美国公共电视的诞生，还要等到1960年代。当时，民权运动风起云涌，权利意识延伸进入传媒，除了抨击利润归私的传媒，美国人成群结社，纷纷要求政府创设公视。1967年末，总统约翰逊(Linden Johnson)很快收割社运的果实，跳上推动公视的列车，要求国会快速通过法案。就在美国民众尚且沉醉于公视降临时，约翰逊迅速提名陆军名人、曾任“通用动力”(General Dynamics)公司总裁的培士(Frank Pace)作为公视首任执行长。培士表示，他将研究如何利用公共电视，作为控制暴动之用：现在，一度热情拥抱公共电视的支持者，不免纳闷“这下子公视岂不要被约翰逊拥抱至死？”。

创建公共电子传媒的动力，出于政治，不是电波多寡的技术原因，同样显现在亚洲，只是更戏剧化。1979年南韩总统遇刺身亡、次年光州事件，随即有大众传媒重新组合的政策，一举将所有私人广电国有化，
残酷的历史际遇竟然意外地成为日后韩流的先河。2006年，反对泰国首相塔信(Thaksin Shinawatra)政府的示威活动长期盘据曼谷大街，军方介入后，塔信外逃，军方成立临时政府，没收塔信拥有的电视公司。几经折冲，军政府顺应社会业已倡议一段时间的要求，亦即将该商营频道转变为公共电视。虽然不乏国会议员质疑，传播学者、社会行动人士及媒改社团的意见亦告分歧，有人认为军政府不可信赖而反对，但也有人主张顺水推舟并无不可。正反勿论，2008年元月，亚洲最新的公共电视台诞生于激烈的社会与政治冲突声中。

财政来源：政府拨款、执照费与广告
如同诞生背景有别，各国公视的收入来源及其规模，亦见差异。节目产制经费从何处取得，对于传媒内容的质量良窳、多样程度与保守改良或激进的性格，固然不是一对一的决定或影响方式，却不可能不生短期的牵制，也不会不对公视之长期性格与内部文化，发生长远的约制及塑造之能。如果彻底依赖商业收入，并且必须自行承揽广告、进入市场竞争的传媒，即便产权国有或公有，其表现究竟与私有商业传媒会有多少差异，恐有疑问。反之，纵使必须从事市场竞争、争取合适的收视份额，但只要其产权公有，且收入不取广告而是另由政府安排，全额拨款或取执照费，则其表现与“私有且营利导向”
的传媒，必有差异，甚至可以大相径庭。
综观各国公视的财政模式，除泰国公视的年度营运所需取自烟草税捐，
可称“创举”以外，各国公视对国内(不含对海外)提供服务时，其经费除了其节目的贩卖所得，大致来自政府预算、观众收视费(执照费)与广告三种来源，大约分作五种组合，如后。
(1)单取政府拨款：澳洲、香港…等；
(2)单取执照费：日本(NHK)、英国(BBC)、瑞典、挪威、芬兰、丹麦…等；
(3)政府拨款，加上广告(含商业赞助)：荷兰、瑞士、美国…等；
(4)执照费，加上广告(含商业赞助)：德国、奥地利、韩国…等；
(5)政府拨款、执照费，加上广告：法国、西班牙、葡萄牙、意大利…等地中海国家。

传媒若从政府拨款或执照费取得唯一财源，理论上都可以说其服务对象只有一种，就是受众(纳税人)，毕竟政府本身不创造财富，其拨款仍然取自人民缴纳的税收，以及国营或公营企业创生的收入。执照费不需政府编列预算，可以增加政府财政运用的自由度，但执照费不能保证公视财源独立，其增减依旧受制于政治力。其次，执照费是消费税，具有累退性质(regressive)，收入多与收入少的人缴纳相同额度，对低收入户，相对不公；再者，执照费征收过程，扣除逃避征收及稽征成本后，100元执照费最后大约只有90元归由公视使用，效率不彰。
因此，英国这个征收执照费历史最悠久的国度，历来都有两种声音，要求废除执照税，一种是反对PSB在先，自然就对执照费及其它任何政府提供的经费，一并反对。惟另一种反对的人，不但支持PSB，并且要求扩大PSB，他们曾经要求废除执照费，是基于公正与效率考虑。

传媒若是从广告取得财源，服务对象就有两种，一种是受众，一种是广告客户，必然致使传媒不能完全忠诚于受众。即便是主流经济学者如科斯(Ronald Coase)，对此亦有深刻理解。不但理解，科思曾经为解开广告商与受众的利益冲突，主张美国政府理当核可，而不是阻止有线系统开办付费电视的业务。
美国各地公视加盟台取自工商等非政府部门的赞助比率，1975年是5.8%， 1987年是15.1%，到了2006年高涨至60.4%(另有17.3%与22.2%来自联邦，州及地方政府)。
假使2010年这个项目的公部门支出水平没有降低、比例不变，那么，美国中央与地方政府提供的公视经费，大约折合美国人日均收入的0.065，还不到澳洲(政府拨款)的十分之一(0.7日)，也远低于韩、日及欧洲国家的执照费额度。由于执照费仍需政府同意，不妨列为“间接的政府拨款”。准此，则下列国家支持PSB的经费额度，在南韩是0.43日工作所得(另有广告挹注)；日本的计算基准有二，受众若只看无线电视，执照费折合1.51工作日所得，加看卫星频道则是2.59日；若以BBC列举的12个欧洲国家之执照费为准，平均是2.07日，奥地利2.82日最高，德、英是2.27与2.18日，法国最低1.38日(惟奥、德公广另有广告收入，而法国还有广告收入与政府预算)。

美欧对照，可知欧美的公视虽然同样兼取广告与政府拨款，但欧洲拨款至今仍然超过广告甚多，如2009年的荷兰政府，拨款其公视7.38亿欧元，将近是其广告额1.9亿的4倍。
美国则相反，政府预算低疲，相形之下，广告或商业赞助的份量益发凸显。此消彼长，致使美国公视服务受众的能力，无法提升而只能减少，并且滑落幅度的比例，要比公预算减少的速度，还要更快，因为“企业的捐赠通常直接用于特定节目的制作与包装，政府…经费则有较大部分用在基本开销…于是工商界反倒变成了公视节目制作过程中，最具影响力的单位。”
个中最讽刺的例子发生在1970年代。当时石油公司为了排解社会大众因为石油危机而群起责难，大笔捐款各地公视以求移转视听，其致金的规模几乎到达可以操控的地步，人们因此戏称公视是“石油电视公司”(Petroleum Broadcasting System, PBS也可以是公视的英文缩写)。

广告作为美欧电视的财政来源，意义不同，关键原因有二，以英国为例，说明如后。一是英伦的广电结构(公视为主，私人电视为辅)，美国则相反。第二个原因是，在英国，同属依赖广告收入的两家电视台，彼此具有“交叉补贴”关系，维续将近20年；其中三分之二时间(1982-1992)“完全”交叉补贴，另有6年(1993-1998)减半为之。美国欠缺这个公共政策，政府成为资本的俘虏，眼睁睁电视台获利丰厚(从1960年的19.2%毛利，到1970年的30-50%)，
却未能从中抽取盈余，挹注美国的公视。
英国虽有举世最早的公视BBC，却也是欧洲国家最早引入私人电视的国度。1955年，英人创设私有的“独立电视公司”(Independent Television, ITV)，前二年亏损，此后，每年的毛利至少都有资本额的1.3倍。1965年起，除公司税，ITV另须遵守累进原则，缴纳“特别税”(levy)，其课征基准不是“利润”，是广告“收入”，1975至1985年间，ITV平均税后利润是3.167%，ITV藉此“向全民表达，我们提交一定成数的利润，是因为我们得到特权，使用稀有的全国性商品”。
另一组数据显示，1974至1984年，ITV毛利9.18368亿英镑、特别税4.67311亿、一般公司税2.41374亿，纯利因此是2.09683亿。
通过一般及特别税的课征，英国政府宣告电视的性质与其它产业，迥然有别，BBC不营利之外，ITV的利润作为私人与公共分配的额度比例，是1对3.38。
虽有市场，但竞争仍受节制，纵取利润，已在交叉补助的前提下，不能尽入私人口袋。私有电视的利润部分收归国库10多年后，英国在1982年底开办第四频道(Channel 4，C4)，承袭这个财政设计。新的公有频道C4不再征收执照费，政府也不编列预算，而是由ITV全额补助，具体作法是C4播放广告，但C4只负责提出节目规划与所需经费，ITV必须予以满足，C4也不经营广告业务，而是由ITV统合承揽。1982至1992年间，除给付前述税捐给国库，ITV移转16.076亿英镑至C4，ITV统揽C4广告经营得15.858亿，因此ITV等于是全额交叉补助C4之外，另对C4有净补助0.218亿英镑。
通过这个财政规划，C4遂有脍炙人口、叫好叫座的表现，如重视文化的知名杂志说，“本刊不常报导电视，但C4在1982年一片沈静的广电世界紧急降落以来，对于英国文化的冲击允称可观”，
海外人士艳羡之余，总认为C4难能可贵，肩负“社会责任与经济成功”这两个经常会有冲突的性质(目标)，“第四频道是公共服务广播，市场取向但特色独具”。

只是，商业竞争的动能不曾止息，ITV与C4相安无事，各尽所能的架构，在政坛的保守力量夹持新科技所发动的攻击下，开始变化。英国的1990年广电法要求，1993年起，C4必须自行出售广告时间，若广告所得少于全国电视广告总额的14%，差额部分仍由ITV补贴，若超过14%，则超过之半数给予 ITV。政治人物激励C4自己贩卖广告，C4经理人得到了诱因，力图保有更多的广告收入，藉此才能挪取其中的部分，作为薪资的提成。果然，其后没有任何一年C4的广告没有超过14%，C4自此反向补贴ITV。1996年的新广电法没有改变ITV与C4的财政关系，双方仍然维持有限的竞争。然而，C4并不检讨10多年来的财政设计对其培育有功，C4无意维护孕育其特色的体制，C4尝到经济甜头后，反而想要开更多的疆辟更多的土，它加入政治游说，希望突破14%的限制，最后，工党政府全面放宽，ITV与C4从1999年起，转而从有限的广告竞争，移转至全面的竞争。累计1993至1998年间，C4逆向补助ITV金额是4.125亿英镑。

完全竞争之后，C4的收视率相较以往并无逊色，2009 年C4主频道仍有7.5%，加上C4旗下的5个家族频道，合计收视份额是11.5%。不过，此时C4的节目构成，业已产生巨大变化。我们取五种节目，使其分作“知性”(时事、新闻与纪录片)与“娱乐性”(娱乐、猜谜等游戏及体育球赛)两大类，比对历年节目的份量，有两个发现，格外值得一提。一是C4与ITV财政关系的转变，清楚反映在两类节目的增减，1993年，也就是C4自己出售广告第一年，知性节目比ITV代售的最后一年(1992)少了379小时，娱乐节目多406小时；C4完全占有自己所售的广告收入之第一年(1999)，知性节目比1998年(C4需将总广告额14%的超收部分，半数回流ITV)再少88小时，娱乐则多379小时。其次，知性节目大致逐年下降，幅度惊人，尤其是纪录片，2009年仅存143小时，只有1992年的38.2%。
对于这个转变，观众并不认可，根据主管传播业务的“传播署”(Office of Communication, Ofcom)所做的调查，30%英国观众认为，在2009年仍然占有71.6%收视份额的四大
公共服务广电集团的30多个频道，应该提供更多英国自制的写实取向节目，只有5%说可以减少，希望增加新闻的人(12%)是减少的人(约4%)之3倍。

显然，C4进入完全竞争年代，虽然还能立足，但其原本清楚的创台定位，也就是挑战既存从而开创新的品味与观点，不再清晰，而是走向模糊。原本足以让C4自豪的传统(海纳品味、尊重少数、制作节目讨论社会主义在西方的前途…等等)，遭致侵蚀，商业竞争提高了擦枪走火的机率，如《名人老大哥》曾出现种族歧视的场面，备受争议，招惹政治人物干涉。其次是特定 (两档真人实境) 节目占C4收入与利润份额太高(15%)，
经营的风险跃升，如今已经是竞争者的ITV摆出姿态，步步进逼，诱使C4炒高价格后扬长而去，徒留C4承担后果。C4近年出现多次财政困窘，部分根源在此，却往往殃及近邻，如2007年英国文化部长宣布，将提供额外资金协助C4，但来源不是国库，是BBC执照费。

北欧四国以外的欧洲国家自有电视以来，除执照费作为财政基础，几乎都有电视从广告取得部分收入。但是，即是便播放广告，它们仍得在高度规范下的市场结构运作，表现得(相对于美国之)可圈可点。个中的关键就在于欧洲电视市场的广告竞争，仅属局部或说是一种协调式的竞争，而不是割喉竞争。竞争所得不由赢者通吃，而是必须遵循公共政策的导引，或是在一个频道之内，或是在一个集团旗下的各个频道，进行交叉补贴；或是在不同集团之间，抽取依法必然胜出的赢家之所得，挹注因为政策要求而不可能，也无意获利的频道或集团。在欧洲多数国家，这些依赖广告制播的节目与频道，相对于不依赖广告(包括不自己兜售广告的)节目与频道，长期处于的直接，或间接之交叉补助，因此在相当长远的时间里，就有“播放广告的公共服务广电”(commercial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, CPSB)这个概念与实践，反观美国，1982年联邦传播委员会主福勒(Mark Fowler)发表论文，后广得征引，内中却有一个重要论点，未见任何美国学者转述，唯一的引用来自英国学者。这个论点出现在福勒论文的最后五分之一，他详细阐述电视市场化后，必见失灵，因此可以从商业电波使用者取得资金，挹注公共服务节目的制播。这个符合“播放广告的公共服务广电”的议论，获得欧洲学者的反响，但在母国却无人应和，适巧反映了美欧广电体制的一个重要差异。

然而，诚如Ofcom官方报告都已认知，如果商业竞争加剧而不是减缓，如果公营广电机构的规模没有通过组织调整或其它因素而扩充，那么，在2012年以后，英国两家私有的无线电视(ITV与Five)的公共服务义务就会因为超过其执照的价值而无利可图，致使CPSB难以维持。
要之，“昭然若揭的是，当前播放广告的公共服务广电，再也无法赓续”。
迄今，英国政府并没有因为Ofcom的分析，提出因应的短期措施，遑论长程政策，甚至，2010年春，保守党与自由党联合政府掌政后，倒是以金融风暴为由，要在五年内削减各级各部门公务支出25%，BBC执照费虽然没有删减，但任务加重，
等于经费遭砍16%左右。一洋之隔的法国，却有新气象，即便外界认为，推动变革的总统萨科齐(Nicolas Sarkozy)动机可疑，但萨科齐改革的正当性修辞，赫然以英国为师：“要解放法国公视，使其不再依附于广告，创造法国风格的BBC”。
2008年萨科齐当选后不久，组成委员会，1年后提出报告，并在2009年初完成立法，分阶段要在2012年将所有广告逐出公视，公视为此而出现的经费缺口，另从商业电视台广告收入与电信商营业收入，提拨足额以作挹注。法国的邻邦西班牙在社会党于2004年执政后，其党魁萨帕特罗(José L. R. Zapatero) 随即开启公视的改革，
至2009年春也推进到了PSB的财务领域，萨帕特罗的方案与法国接近，也已经付诸实施。南欧两国的电视新政，形同是一种中兴，活化英国曾经践履17年的历史经验。不但维新，法国与西班牙另有创新，两国认为，既然从手机至互联网等器材或传输平台，无一不使用公视内容，那么，针对电信商，开征税捐并移转作为公视之用，道理俱在。这么看来，这两个地中海国家的政策，就又具有时代的新意，响应了数字融合的呼唤。
法国及西班牙的推陈出新，重点不是其动机是否纯正，更重要的是这个改革方向，究竟是会持续与扩大、停留在两国，或是遭致本国与欧盟反对力量的围攻而退缩。
公广人：组织规模及垂直整合
PSB的员额及组织形式，因其财政收入的多寡而见差异。管理PSB组织的经营团队之产生方式，则随各国历史、政治文化与社会结构的不同而有差别，先看产生经营者的方式。
在英语世界，任何关注传媒制度比较的人，必得阅读哈林与曼西尼的《比较传媒系统：三种传媒与政治的模式》
。他们根据传媒市场(特别是大众报业)发展的强弱、政治与传媒的对比类型、新闻专业与国家介入传媒系统的水平与性质，将北美与西欧18个国家的传媒列入考察。据此，他提出三种命名，英美加与爱尔兰等英语系国家是“自由主义模式”、北欧与欧陆等国是“民主统合模式”，而地中海南欧诸国则是“极化多元模式”。
他们通过PSB治理与经营团队的产生方式(分作四种)，阐述“政治与传媒的对比类型”。首先是“政府模式”，如1964年以前，法国PSB直属信息部，其后大致是执政党可以决定执行长(director-general, DG)及其它经营团队人选，随时间推移，这个随政权升降而更动DG的现象有些变化，但国会多数党大致还是能够影响与任命DG。法国之外，西班牙、葡萄牙与希腊亦都如此。第二种是英美加及若干欧洲国家的“专业模式”，当权者的干预程度低于前者。1958-1979年间，法国广电部长更换 20人次以上、“国会多数每一改变，新影视法相应而生”，这是“选胜者派遣人士的(分赃)系统”。因此，至1980年代末，据说身处其境的法国广电人，最“羡慕的模式之一就是英国”。
三是“国会或比例代表”模式，德语系国家及意大利属之。意大利的PSB有三个频道，分别由基督民主党、其它世俗党派，以及(前)共产党决定经营人选。最后是前者的变形，“市民或统合”模式，控制PSB的团队由多种社会与政治群体组成，包括政党，但工会、公会、宗教与氏族团体也都能分享权柄，如荷兰、欧陆(如德国)的某些小区电台等。
通过哈林与曼西尼的区辨，读者丰富了认知，得悉PSB的独立自主性，形式尽管繁复，但无法不从政治系统取得授权。对于哈林两人的宏观讨论，只需再作两点微观的补充。
一是PSB的自主形式仍在变化。随着南欧国家立法赋予PSB“法理独立”，其“事实独立”的空间，业已得到更多的拓展契机，它与英美等“专业模式”的落差，可能已在缩小，这是汉瑞悌详细研究36个国家的PSB所得到的结论。
其中西班牙格外值得一书，在所有促使政府更透明与负责的各项工作，首相“萨巴德洛引进的最重要变化，或许就在公广集团RTVE经改造后，当道政权不再能够支配。RTVE的最高经营团队至此需由国会三分之二同意后，才能任命，DG则由董事会径自选任。从任何角度评判，RTVE的自主与独立，业已确认…实质上，公信力足够的评论者有了运作空间，批评政府再也不必然来自私人企业，RTVE有了诱因证明自己的自主。形象上…共和民主不再等同于当道政党的专政…。”
这里，另有值得一记的是，PSB是否拥有员工董事，似乎与哈林与曼西尼的分类，没有明显关系，如丹麦、芬兰有之而瑞典与挪威并无，法国虽设但德国与英国未有，丹、芬、法之外，印度与韩国MBC是另2个设有员工董事的PSB，统计30个可得资料的PSB机构，仅有以上5家设有员工董事。

二是无论PSB经营团队的产生经由哪一种模式，都不可能得到百分之百的“事实独立”，表现在两个层次。一是政治系统与经营团队之间，虽然前者授权，后者接受委任，惟冲突仍然在所难免。一个突出的例子是英国，其经营团队的党派色彩一般说来比较不明显，日常经营也多维持“一臂之隔”。
但1980年代以来，传统上出任BBC董事的人选，不再是各党派都能同意的“大老与好人”( the Great and the Good)，执政党任用自己人的倾向已告增强，
又艾萨克切尔夫人(M. Thatcher)首相最称夸张。她在选任BBC理事的时候，不免先问，“这家伙是我们自己的人吗？”。
工党的布莱尔(T. Blair)政府任命的董事长与DG分别是戴维斯(Gavyn Davies)与戴克(Greg Dyke)，戴维斯夫人是当时财政大臣、后为首相的布朗(G. Brown)办公室的机要袐书，戴克是工党长期支持者与献金人，虽然两人获得任命的原因，分别是出身经济学的戴维斯，多年来都以专业分析，主张BBC必须扩大规模；至于戴克，则在电视业界的专业经营声誉与成绩，历来称善。其次，经营团队与一般员工的日常共事，难免另起勃溪。这些摩擦与龃龉暴露后，会以什么方式落幕或歹戏拖棚，取决于社会及政治权力的集中与分散程度，也受制于监督传媒运作的社会力量。其中，PSB机构的集体组织(工会)无疑是不能忽视的因素，以下再就工会略作讨论。
不同论者曾经指认，宣称法国公共影音节目制作机构的工会激进有力，曾使其1978-1984的节目成本上涨2倍(通货膨胀率是84%)；
也有人指控，RTVE负债累累，但“工会力量强大，不放过广电人已取得的一分一寸之权利”，因此仍可坐领高薪。
实质是否如此，不得而知，惟这些工会确实承载负面形象。相对于此，可能给予比较正面观感的是加拿大PSB，其工会在2005年罢工两个月后，迫使管理人同意，将外包(临时约聘人员)的工作量，从30%左右比例，压回9.5%，而任何员工只要约聘超过四年即可转为正式职工。
毕竟，外包人力若是过多，就会形成两层(以上)的工作体制，危及工作条件之后，除了节目产出的质量遭致不良的影响，同工不同酬的比例愈高，愈是不能符合PSB理当表征的平等理念。中国广播公司在国民党要将其党产私有化，卖给特定人之时，其员工曾经积极串连，希望透过党政协商，将中广公共化，失败收场。
在南韩，无论是1980年代军人总统卢泰愚、21世纪初民选总统卢武铉或李明博，都曾因为任命KBS或MBC这两家PSB的DG人选不当，遭到工会杯葛，显见政体性质、总统政治信念的左右差异，并未决定工会性格。
 2003年，BBC因报导官方侵略伊拉克，交恶当道，董事长戴维斯与总经理戴克双双辞职，抗议政府的调查报告对BBC不公允；就此例而言，BBC工会对于BBC经营者，英国民众对于BBC的支持，远远大于他们对于(新)工党政府的信任。

最后，哈林两人对于PSB经营团队的选任机制之分疏，必须与他们对于亚历山大(Jeffrey C. Alexander)的“传媒分化论”的反思，合并考察。亚历山大认为，愈是现代化的社会，传媒与新闻事业就愈加重要，现代传媒愈来愈独立自主于国家、宗教与政治团体。哈林与曼西尼则说，亚历山大之见不是全豹，他们认为，哈贝马斯(Jurgen Habermas)与布尔迪厄(Pierre Bourdieu)都明确指认，受制于商业化的趋势，传媒其实更是表征“一个去分化的过程”(a process of de-differentiation)。传媒与政治系统，是有更多的分化，二者的关系，业已脱离王权或威权专制年代的从属或紧密连结，但在经济面向，传媒与商业日趋密切而不是分离，私人东主、广告商或其它个别利益，包括政府也会出资购买传媒资源，都在阻止传媒(人员及内容)的自主(与分化)，即便传媒人抗拒(或久之而不抗拒)，信息娱乐不分、广告与内容不分的幅度，都在增加，挫折了传媒人希望专业自主的努力。商业化曾经促成传媒专业化，但滋润专业化的力量并非只有商业化，何况，历史有其辩证过程，如今，商业化伤害专业化之处，远多于促成与提携。“如果日趋商业化的传媒对于社会生活也是日趋重要，那么，传媒就会是这个去分化大过程的重要施为者(agent)。一清二楚，这是布尔迪厄的论点。”
“传媒商业化与中立的专业表现没有必然的关系”，专业化反而‘可能’与市场结构有关，因此，美国地方报纸的垄断地位使其报导比较中立，而英国小报、澳洲与德国报纸的激烈竞争，或美国收音机脱口秀因广播市场竞争强化，致使出现“意见好卖”(opinion sells)而并不中立的现象。

商业化确实不等同于市场化，精确一些地说，商业化的归宿，是如同脱缰野马难以驾驭，或是仍然可能驯化为良性与多样竞争之驹，受制于下列因度：不同的市场结构、不同的竞争幅度、竞争金钱利益还是竞争其它标的(如观点、表现形式、城乡、年龄、阶级、职业、性别…等等)，以及，最关键者，公共政策的有无及其性质。美国电视的市场结构，很长一段时期属于寡占而业者坐拥高额利润，但公共政策空有信托之名，致使联传会主席慨叹美利坚电视直如荒原；英国与美国同属哈林所称之“自由主义模式”，却在广电产权与市场结构的公共政策规范，差异巨大，英国曾有C4与ITV的财务交叉补贴关系，成效良好，屡得创新与多样的礼赞，已如前述。
ITV与C4愿受规驯的原因，就在英国的公共政策，包括创设BBC这个强大的PSB机构作为其后续政策的工具，有了BBC作为主导电视市场的力量，ITV与C4等于先有BBC牵引其市场行为，后再接受政策的规约。电视市场结构能否在宏观调节下，维持或提振传播专业表现的条件，一个简易且重要的指标是PSB机构的规模：同一PSB机构的员额若能达到最低水平，该PSB制作节目的资源就等于是同步增加，从而提供比较合理与稳定的工作条件，有利于制播经验的积累与传承，在传输平台可获得确保的前提下，展现为组织形式就是“垂直整合”，生产并同时传输节目。
PSB要有多少员额才算最低水平？人与钱的规模，是一体的两面。依据2010年或最近可得的资料，澳洲(人口2200万)是5442人，
加拿大(3500万)约8千多人，
南韩(5000万)是5212人。
日本(1.3亿)的NHK是1.0582万人(执照费收入是6926亿日圆，
折合约51.73亿英镑，另有商业收入可折算为8.28亿英镑，合计60.01亿)，附属公司5千人左右；
英国(6100万)的BBC(执照费是35.19亿，加入商业等其它收入，总计42.6亿英镑)是1.7238万人(似不包括英国外交部拨款的“BBC收音机海外广播部”约1900人)，附属公司2700人。
德国(8100万)PSB第一台(ARD)是2.3万人（63亿欧元）、法国（6500万）France Télévisions是1.14万人(28.53亿欧元)，意大利RAI是1.17万人(32.11亿欧元)。

这些PSB的员额介于5千至2万之间，迄今仍然是各国规模最大的影音文化生产(与传输)机构，虽然相比于PSB诞生时，它们完全垄断各国的影音生产，已经不可同日而语。
为了要在最大范围之内，“生产”多元 (不等同于多量) 的影视文化品位并负创新、实验之责，PSB必须设计适格的科层组织形式。一方面，善用“规模经济”的特性，透过组织的扩张而降低制作节目的成本，并祈求能够将顺此而省约的资金，转而再投入于开发他种类型的影视品味，以求得到“范畴经济”的效益。另一方面，PSB如同任何私人机构，也会出现组织若是无边膨胀，将可能重蹈“彼得定律”因人设事的陷阱，亡失了照顾“公共”利益的原则而沦落为自身科层利益的辩护。相应于各国的人口及经济力，5千至2万员工的组织规模，是不是合适的水平，无法轻易回答，它总是取决于支持PSB的论述与实质力量(包括工会)，能否战胜总是企图将新科技纳为己用的商业与资本积累之动能。
在英国，1980年代以前，BBC与ITV的本国节目几乎都是自制，是典型的垂直整合机构。1980年代的商业力量奋起进击，10多年后，也就是1990年代，作用开始显现。最早是2家直播卫星电视在1990年11月合并为BSkyB，1993年起，保守党通过法令，强制BBC与ITV将至少25%工作量外包，从而缩小其人力，达到打击英国集体组织的最后堡垒“电视工会”的政治目标；
1993年ITV与C4也从不竞争进入有限竞争，再到1999年的彻底竞争，其间，第五家无线电视(Five)则在1997年取得执照，竞逐广告。面对大变局，ITV原本由英国14个分区业者取得各自的制播执照，历经合并至2004年，14家成为1家，其间，员工在 1986至1990年间已经减少7千人，至2009年，员工总数只存4026人，节目自制率下跌至30.82%。
相形之下，BBC“好些”。1979年，BBC是 2个电视、4个收音机全国频道，及伦敦在内的11个广电节目制作中心，当时，全职员工2.5283万人，兼职1350人，总数达2.6633万人。
至2009/10年，BBC员工人数少了7千多，自制节目比例是65%，
但服务范围与项目大举扩充，脍炙人口的互联网(含影音互动)服务是全新的服务，制作中心9个、另设20多个较小的地区或地方工作室，境内电视与收音机频道8与10个，独资海外商业电视频道7个，另有合资商业国内频道10个(当然，节目制作量的增加，远低于频道数的扩充)。

在欧洲这个PSB发源地，欧洲联盟(European Union)在历经1980、90年代经济新自由主义的、扁平化的、瘦身的喧嚣与实作后，它在1989年制订具有跨境法规拘束力的《电视无疆界指令》(Television Without Frontier Directive)，1997与2007年，前令两度修改，并易名为《影音视听传媒服务指令》(Audiovisual Media Services Directive)，三者均设条文，要求EU会员国PSB必须至少提供10%给“独立制片人(商)”承揽。2006年数据显示，EU电视节目来自欧洲自制的比例，平均达三分之二，其中，由EU独立片商完成36%。
由此反推，欧盟的PSB内制，也就是垂直整合影音生产的能力，依旧可观。PSB虽有不少节目委外制作，但这些接受委托的、名称光鲜的“独立”制片人的工作条件并不理想，这个部门的发展规律是，“独立自主”的意识形态扮演了诱人的角色，而侧身其间的人至少分作两层，上层是能够流动的企业人，其余绝大多数的其它人则受制于无形的科层，毫无自主可言。

通过这些扼要考察，我们可以说，经济效率、承担创新风险，提供稳健工作条件等三项需要，是催生影音垂直整合机构的重要原因。在欧日韩澳加等社会，这个需要沉淀为公营PSB机构的创设、持续与更新；或说，PSB通常是拥有大量制作节目的单位，在其必然获得电波频谱使用权的前提下，PSB自然就是既能制作又有播放渠道的垂直整合机构了。在美国、香港等欠缺大型PSB的地方，这个逻辑由私人完成。在美国是时代-华纳…等等大型影音组织。举个例子，具有独立公司地位，因此员工人数可以获知的“哥伦比亚广播公司”(CBS Corporation)，其2010年的全职与兼职员工是2.538万人；未单列的“美国广播公司”(American Broadcasting Company)，其母公司沃特‧迪斯尼(the Walt Disney Company)员工数是14.9万人。
香港(700余万人口)的“无线电视公司”(TVB)，在2010年的营收是46.75亿港币
(折合约4.15亿英镑)，
仅有BBC十分之一，但员工4125人超过BBC的五分之一。那么，公部门或私部门推动的影音垂直整合制播，何者更为符合社会需要？何者更能对社会负责？这就是本文下一小节所要探讨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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